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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混合方法研究是指结合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要素进行的研究，其已经逐步发展为一种
独立的方法论。混合方法研究兴起于对范式不兼容的反思与批判，并随后选择了实用主义作为其范

式，这奠定了混合方法研究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在实际运用中，人们对于为何选择混合方法研究以及

如何开展混合方法研究，仍存有误区与困境。国内研究者丞待加强对混合方法研究的评介应用与反

思。

　　关键词：混合方法研究；方法论；范式；研究设计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项目“教育理论思维与教育理论发展的反思与建构”（ＣＡＡ１１０１０１）。

　　在２０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在量化研究（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与质性研究（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孰优孰劣的争论之中，出现了旨在整合两者的混合方法研究（ｍｉｘ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简称 ＭＭＲ）。进
入２１世纪，混合方法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程序技术不断完善，大量关于或基于混合方法的研究涌
现，正如美国著名研究方法学者Ｊｏｈｎｓｏｎ与Ｏｎｗｕｅｇｂｕｚｉｅ（２００４）所言：“混合方法研究的时代已经来临”。

约翰逊等人（Ｊｏｈｎｓｏｎ，Ｏｎｗｕｅｇｂｕｚｉｅ＆Ｔｕｒｎｅｒ，２００７）分析了１９位权威研究者对混合方法研究的界
定，总结认为：“混合方法研究是研究者结合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要素（比如质性与量化研究的视角、

资料搜集和分析的方法与步骤、推论的技术），增加有关研究问题的证据，从而拓宽、加深研究者理解的

一种研究。”在混合方法研究兴起之初，“混合”更多停留于技术手段层面，强调在同一个研究中搜集并

分析质性与量化两类资料。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同，“混合”不仅涉及共用量化与质性方法，还包

括技术手段背后的哲学理念与理论立场的整合（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混合方法研究已被视为一种有别于量
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独立方法论。

近年来，国内研究者开始关注并开展混合方法研究。但是，国内关于混合方法研究的理论基础与

具体操作的系统评介仍然寥寥，对理论与实践中的进展、争议与困境更是鲜有涉及。这导致研究者在

采用混合方法研究之时，只知其旧识而不知其新知，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知其利处而不知其困

境。本文基于国外混合方法研究的重要成果，结合开展混合方法研究的实际经验，试图呈现混合方法

研究在方法论及其实践方面的共识、争议与反思。

一、成为一种独立方法论的混合方法研究

综合克雷斯威尔等人观点（Ｃｒｅｓｗｅｌｌ＆Ｃｌａｒｋ，２００１；Ｔａｓｈａｋｋｏｒｉ＆Ｔｅｄｄｌｉｅ，１９９８），混合方法研究的历
史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初步形成时期（１９５９－１９８０年），范式争论时期（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程序完善
时期（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支持、扩张、反思时期（２０００年至今）。在这五十余年中，混合方法研究逐渐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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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成为独立方法论的要件：哲学理论基础、程序设计、具体方法、话语体系以及研究社群的认可与推广。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早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已经有一些研究者尝试在一项研究中运用多种研
究方法。早期的“混合”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类是在实验研究中加入访谈与观察的环节，著名的霍桑实

验（Ｈａｗｔｈｏｒｎ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１９２７－１９３２年）便是一例。研究试图通过对照实验找出影响工人生产效率
的要素，但是发现原有关于照明条件、工作时间、薪酬待遇等因素影响工人工作效率的假设均不成立。

研究者进一步采用了访谈法才发现，工人的心理需求与非正式组织对其生产效率存在重要影响。另一

类是文化人类学家运用问卷调查、访谈、观察等多种方式进行田野研究。林德夫妇（Ｌｙｎｄ）的《米德尔
敦：当代美国文化研究》（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ｗｎ：ＡＳｔｕｄｙ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ｅ）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林德夫
妇在研究中主要采用访谈与参与式观察来搜集资料，同时也利用对俱乐部活动与中学生生活的问卷调

查补充资料。但是，此时的“混合”更多是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自然而然”的一种应对之策，研究者并

没有突出多元方法的应用并论证其合理性，这使得方法研究者并不重视这一段历史。

１９５９年，Ｃａｍｐｂｅｌｌ与Ｆｉｓｋｅ提出了多质—多方法矩阵（ｍｕｌｔｉｔｒａｉｔ－ｍｕｌｔｉｍｅｔｈｏｄｍａｔｒｉｘ），即在量化研
究中运用多种方法测量多种特质来进行效度估计。随后，Ｗｅｂｂ、Ｃａｍｐｂｅｌｌ等人发展了三角互证的概念，
形成了多元操作主义（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这标志着混合方法研究的正式出现。此时的混合方法
研究“虽然运用一种以上的方法，但是仅限于同一世界观内部，比如量化研究方法的混合或者质性研究

方法的混合”（Ｔｅｄｄｌｉｅ＆Ｔａｓｈａｋｋｏｒｉ，２００３）。Ｄｅｎｚｉｎ（１９７８）进一步探讨了三角互证的应用，认为三角互
证包括数据互证（ｄａｔａ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理论互证（ｔｈｅｏｒｙ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研究者互证（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ｏｒ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与方法互证（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其中方法互证包括方法内的三角互证（ｗｉｔｈｉ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在同一研究中运用多种量化研究方法或者质性研究方法）与方法间的三角互证（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在同一研究中同时运用量化研究方法与质性研究方法）。他进一步指出，方法间
三角互证的价值极其有限，三角互证应当从范式内的方法互证转向范式间的方法互证。这一阶段，方

法的混合得到一定的应用，主要代表有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ｉｅｂｅｒ、Ｐａｔｔｏｎ等。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的“范式之争”（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ｗａｒ／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ｄｅｂａｔｅ）为混合方法研究的发展提供了

重要的契机，将关于混合方法研究的探讨从单纯的方法策略选择推向了更为深入系统的方法论层面。

在２０世纪的大半时光，以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的量化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潮流。但
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随着建构主义的兴起与确立，质性研究对量化研究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围绕着两
者孰优孰劣与是否兼容（ｅｉｔｈｅｒ／ｏｒ）这两个议题，研究者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在范式之争的硝烟之中，一
部分研究者开始承认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可以整合并试图整合二者，混合方法论初步形成，其理论基

础与操作、程序和技术开始快速得到充实、完善。

１９９０年至今，混合方法研究进入了不断完善与快速扩张时期。第一，混合方法研究的支持者试图
为其寻找更为坚实的哲学基础，而实用主义为在混合方法研究中奉行“多元方法、不同世界观、不同假

设、不同类型数据的搜集与分析”提供了契机。第二，关于混合方法研究的设计与具体实施的应用性研

究更为深入，混合方法研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如并行设计（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ｄｅｓｉｇｎ）、顺序设计（ｓｅ
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ｄｅｓｉｇｎ）等专业术语以及混合方法研究的图示化。第三，混合方法研究在教育学、心理学、护理
学、社会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日益流行，越来越多的期刊刊发混合方法研究，《混和方法研究期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ｉｘ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也于２００７年创刊。
但是，关于混合方法研究仍存在诸多尚待深入研究的议题，《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研究中的混合方

法手册》（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Ｍｉｘ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一书将此归纳为９个方面：（１）概念
立场（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ｓｔａｎｃｅｓ）。混合方法研究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实用主义是否可以作为混合方法研究的
范式？（２）概念立场／方法论／方法的作用。特别是混合方法研究在方法论上与量化研究／质性研究的
根本差异是什么？（３）研究问题。混合方法研究的研究问题的形式、特征（自然出现的还是预先计划
的？主位的还是客位的？探索性的还是解释性的？）、组成（一个首要主问题还是两个分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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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语言。混合方法研究的研究者需要对一些专业术语给出更为清晰的定义与解释，并且这一话语体
系可以打破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领域局限。（５）研究设计。虽然研究者对研究设计进行了诸多的探
讨，但是鉴于其重要性，这方面仍需要深入。（６）分析事宜。是否存在一种分析模式可以整合混合方法
研究中诸多的分析方法？（７）推论的形成。特别是如何判定推论的质量。（８）混合方法研究应用的实
践问题。如教学、研究团体的合作、研究基金的评定等。（９）混合方法研究的跨学科与跨文化运用
（Ｔｅｄｄｌｉｅ＆Ｔａｓｈａｋｋｏｒｉ，２０１０）。

二、混合方法研究的合法性基础及其争议

混合方法研究的合法性获得首先得益于对范式不兼容论的批判。在范式之争中，量化纯化论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ｐｕｒｉｓｔｓ）与质性纯化论者（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ｐｕｒｉｓｔｓ）认为，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基于不同的研究范
式，在认识论、价值论、本体论、方法论等方面奉行不同的立场与假设（见表１），一个研究者不可能接受
两种截然不同的范式。“想要让范式之间达成和解是不可能的……那是极大不同的、从根本上有所区

分的、完全对立的”（Ｇｕｂａ，１９９０）。但是混合方法研究的支持者（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ｔ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则认为，量
化研究与质性研究是可以混合的，并且通过整合两种研究方法论／方法的优劣，可以更好地回答研究问
题。

表１　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范式差异

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范式 建构主义范式

研究方法 量化方法 质性方法

认识论
客观论

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是独立的

主观论

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是不可分割的

价值论 研究是价值中立的 研究受到价值的限定

本体论 存在唯一的现实 现实是多元的、建构的

方法论
演绎

存在因果关系，超越时空的通则化是可能的

归纳

不可能区分原因与结果，不存在超越时空的通则化

参考Ｃｒｅｓｗｅｌｌ（２００９）与程天君（２０１４）的研究整理而成。

　　兼容论者往往从以下三个角度加以论证：其一，否定范式之间的截然对立。在争辩之中，越来越多
的研究者赞同，在客观与主观之间存在着一种中间状态，我们既需要寻求所谓客观的事实，又依赖于主

观的理解。正如陈向明（２０００）对这种状态的概括：一方面，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
后者含有社会成员对自己和他人行为的主观理解，社会事实最终必须归结为可以被人理解的事实；另

一方面，社会行为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寻的，研究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法找到这些“规律”。因

此，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客观地”观察行动者的行为和思想状态，同时依赖研究者的“主观”直觉和理解

对这些行为和思想的意义做出判断。兼容论者认为，范式及其方法并非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他们更

像是一个光谱，混合方法研究正是这一光谱连续性的体现（见图１）。其二，重新审视范式与方法的关
系。研究者时常将量化方法归为实证主义范式，将质性方法归于建构主义范式，并据此认为量化方法

与质性方法是对立的。一些研究者认为方法与范式之间并没有如此紧密的联结。“在真实世界的实践

中，方法可以与认识论相分离。一个人可以直接运用统计方法而不必要做关于逻辑实证主义的文献综

述，一个人可以做出一个解释但是不必要研究解释学。一个人可以开展开放式的访谈或者观察而不必

研读现象学的专著”（Ｐａｔｔｏｎ，１９９０）。换言之，范式与方法并不是逻辑上的包涵关系，而更像是一种经验
上的联系———某一范式的支持者更为习惯选用某一类方法。如此一来，即便在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

等基本信念上存在不兼容，具体的方法仍然是可以混合的。其三，从实操而论，混合方法研究可以吸取

各种方法的优势，最小化其劣势，其是研究者“何乐而不为”的选择。比如，在量化研究中研究者往往自

觉或不自觉地蒙蔽于“价值中立”的幌子之中，缺乏自我批评、自我反思的习惯和自觉，而重视价值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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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性研究要求研究者不断地反思自己在研究过程中的角色与作用，反思研究者的背景、视角、立场、

判断、决定等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胡中锋，黎雪琼，２００６）。但是，方法组合的价值是否必定高于单
一方法，这其实也有待论证。

图１　混合方法研究的连续性与方法的非二分性

　　混合方法研究支持者内部的理论立场也出现了分化，出现了诸如实用主义、辩证立场（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ｓｔａｎｃｅ）、转化—变革理论（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ｏｒｙｔｈｅｏｒｙ）等多种范式／立场。有研究者更是认为，
单一的范式／立场并不足以支持混合方法研究，在一个研究中运用多种范式／立场可以帮助研究者获得
对调查现象更为深刻的理解。在这些范式／立场之中，当前最为人们认可的是实用主义范式。

在本体论上，实用主义认为实在（ｒｅａｌｉｔｙ）的本性是变动的、开放的和偶然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它们是完全随机或任意的，从而无法被认识的”，而是强调“事实并不只是处在那儿来让人们发现的，

而大部分是通过人的活动形成的”（舒斯特曼，李军学，２０１１）。在认识论上，经验产生于人的认知活动
（ｋｎｏｗｉｎｇ或者ｉｎｑｕｉｒｙ）与周遭环境的互动，因此经验势必具有主客相遇和主客统一的性质，而经验的价
值也有赖于其对实践的意义。杜威（２００４）认为，“观念、意义、概念、学说和体系，对于一定的环境的主
动的改造，或对于某种特殊的困苦和纷扰的排除确是一种工具般的东西，它的效能和价值就全系于这

个工作的成功与否”。在方法论上，实用主义真理的多元性以及人类实践的多元性让研究者更为倾向

接纳多元主义，也便支持运用多元方法去获得多样化的经验。之于混合方法研究社群，实用主义提供

了绝妙的“中间且有效”的立场。一方面，混合方法的支持者再也不用纠结于真相、事实等形而上学概

念的纷争，实用主义强调去了解世界的多元意义，混合方法研究恰保有此多元意蕴。另一方面，实用主

义强调观念与理论的实践功效，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应当强调方法的功效，而非其形而上的意义与归属，

这使混合方法研究不必纠结于范式之争，而是以“实用性”扩宽其疆土。之于混合方法研究者个体，实

用主义又是务实的、积极的：研究你所感兴趣和对你有意义的问题，应用你认为合适的不同方式去研究

这些问题，并以能为你的价值观体系带来积极作用的方式使用这些研究的结果（程天君，２０１４）。
但是，研究者真的可以不纠结所谓的真实吗？比如当质性研究的结论与量化研究的结论冲突时，

我们应该如何采信哪一方？结论的有用到底是对谁而言的有用？如何来衡量研究对实践有意义？实

用主义会不会最终成为托辞，让研究者疏于追问自己信奉哪种范式、坚持何种立场？《社会科学与行为

科学研究中的混合方法手册》一书的序言中便写道：“很多研究者运用这一方法但是对背后的哲学指向

并没有兴趣。这也就正是为何‘范式之争’并没有影响很多研究者运用混合方法，这些研究者只是想解

决他们的研究问题而不想参与复杂的哲学议题的争论”（Ｔｅｄｄｌｉｅ＆Ｔａｓｈａｋｋｏｒｉ，２００３）。所以Ｊｏｈｎｓｏｎ和
Ｏｎｗｕｅｇｂｕｚｉｅ（２００４）感叹道：“范式之争不会以实用主义作为结束，也不应该以此作为结束”。

三、混合方法研究的具体设计与实践困境

每一位混合方法研究的开展者都需要首先回答一个问题：为何选用混合方法研究。这一问题可以

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较之单一类型方法研究，为何混合方法研究更为适合本研究；二是整合的环节在研

究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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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于第一个问题，研究者可以列举出诸多混合方法研究设计较之于单一方法研究设计的优势。但

是，研究者应警惕以下三点误区：其一，混合方法研究能够最大化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优点，最小化

其缺陷。这是混合方法研究支持者的重点论点，但是混合方法研究也存在时间精力投入大、方法素养

要求高、具体整合难度大等实操困境，所以混合方法的优势并不一定比单一方法大，这取决于研究问题

与研究者的自身素养。其二，混合方法研究可以提供额外的视角与深入的理解。虽然混合方法研究可

以提供更为丰富的认识和理解，但运用同一方法对资料进行有效搜集、再次分析与深度挖掘亦可实现

这一效果，只不过研究者由于研究惯性、精力财力等原因未去实践罢了。其三，混合方法研究能形成更

为客观的结果。混合方法研究可以帮助研究者形成对事物更为整体性的理解，但是这一理解并不一定

是更为客观的，不同方法得到的结果相加可能会牵强附会甚至错上加错。

所以，混合方法研究并不比单一方法研究高上一等，研究者不应盲目追求混合方法，而应考虑研究

问题与方法的适切性、研究者与方法的适切性。前者是指研究问题适合采用混合方法研究的程度，比

如“学校组织中校长是如何向教师授权的”这一问题，既需要了解校长向哪些教师授予哪些方面的权力

等群体性、截面性信息，又需要了解校长对于授权的认识、授权的发生过程等个体性、过程性信息，这便

适合采用混合方法研究设计。后者则主要关注研究者拥有的方法素养与研究条件（时间、精力、样本或

个案的可回溯性）是否适合采用混合方法研究。

格林等人（Ｇｒｅｅｎｅ，Ｃａｒａｃｅｌｌｉ＆Ｇｒａｈａｍ，１９８９）将“整合”的主要功能归纳为三角互证、互补、发展、创
新与扩展；Ｂｒｙｍａｎ（２００６）更是曾列出选择混合方法研究的１６个理由。综合这些论述，我们可以从两
个层面理解“整合”的功能。在过程层面，“整合”可以扩充资料、确定变量、开发工具、提供多元化的分

析方法与生成研究问题，这使得研究进程得以继续，并达成互补与反思。在结果层面，“整合”的功能主

要有：第一，互证。通过不同的研究方法来寻求某一结论的共同确证。第二，补充。一种方法的结果可

以为另一种方法的结果提供解释、例证、全景。第三，反思。研究就像旅程，并不一定完全与计划相洽。

不同方法得出的研究结论的冲突会让研究者重新思考研究问题、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对研究进行重

构。

对于如何进行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研究者进行了诸多的类型学分析，并形成了多种分类。本研究

主要根据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时间安排、地位侧重与混合的阶段、功能，解读三种基本的混合方法研

究设计。

并行设计（ＱＵＡＮ＋ＱＵＡＬ）该设计又被称为平行设计（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ｄｅｓｉｇｎ）、会合模型（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ｍｏｄ
ｅｌ）或并行三角互证（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并行设计是最为典型的混合方法研究设计，其要求研究
者同时针对研究现象分别搜集并分析质性资料与量化资料 ，通过不同但是互补的资料来更好地回答研

究问题。该设计中，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居同等地位，“整合”往往发生在：（１）资料分析阶段，通过资
料的转译（ｄａｔａ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将资料转化为同一类型，而后进行综合分析。比如对质性资料进行编码
或者类型学分析，然后与量化资料合并，进行统计分析；或者对量化资料进行因子分析，形成类型框架，

成为质性资料分析的重要维度。（２）资料解释阶段，通过对比量化资料与质性资料的分析结果，呈现结
论的趋同、相关或者对立并进一步解释其原因。“整合”可以达成互证，也可能发现结论的冲突，引发对

研究问题与设计的重构。

量化—质性顺序设计［ＱＵＡＮ（ｑｕａｎ）→ ＱＵＡＬ（ｑｕａｌ）］在该设计中，研究者在第一阶段运用量化研
究针对某一现象进行资料的搜集与分析，在第二阶段通过质性资料的搜集与分析对前一阶段的结论做

出解释。该设计的“整合”主要发生在：（１）资料分析—资料搜集阶段。研究者在第一阶段的资料分析
结论与第二阶段的数据搜集建立“连接”，从量化研究呈现的有关“显著／不显著、异常、平均水平”等结
论中生成质性研究阶段的研究问题。（２）资料解释阶段。质性研究阶段的结论可能会给出有关量化研
究结论的解释，也可能因为无法解释，让研究者对两阶段的研究进行反思。如有研究者（李刚，２０１０）通
过量表对校长的教学领导现状进行调查，发现校长在教学领导行为量表上得分较高，这表明校长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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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诸多精力关注教学。但是，教师对校长的教学领导却仍存批评，这便提出了“高得分校长的教学领导

为何难以让教师满意”这一问题。研究者继而通过访谈与观察发现，个案中的校长虽然关注教学，但是

在行为出发点上可能并不总是“为了教学”“为了学生”“为了教师”，所以其教学领导行为并不能保证

让教师满意。

图２　混合方法研究并行设计的主要流程

图３　混合方法研究量化—质性顺序设计的主要流程

　　质性—量化顺序设计 ［Ｑｕａｌ（ｑｕａｌ）→ Ｑｕａｎ（ｑｕａｎ）］该设计分为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两个阶段，量
化研究对质性研究阶段形成的个案型结论进行群体型分析。之所以采用这一设计，主要是由于研究工

具（问卷、量表等）不具备以及研究变量、理论框架等不明确，所以先用质性研究对某一现象进行探索。

该设计的“整合”主要发生在：（１）资料分析—数据搜集阶段。质性研究的结论可以为量化研究阶段的
资料搜集提供变量参考（关键话语与实践、类属）、工具开发支持（访谈—文本分析—概念框架—研究工

具）。所以该设计经常被称为工具开发设计（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ｅｓｉｇｎ）。（２）资料解释阶段。量
化研究的结论可以提供群体层面的证据，这一证据可能会论证质性研究扎根出的理论，提高其可推广

性，也可能与之冲突，需要研究者反思重构。例如胡月琴、甘怡群（２００８）在开发适合我国青少年群体的
心理韧性测量工具时，首先对２５名经历过较大负性生活事件而又适应良好的中学生进行访谈，将原始
资料归为六个类属，并根据访谈对象重要表述的核心意义编制题项，据此形成量表并对２８３名学生进
行了试测。研究者综合文本的类属分析与量表结构分析的结论，对心理韧性的结构进行了重新划分与

解读，并指出了两者存在差异的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基于类型的（ｔｙｐｏｌｏｇｙ－ｂａｓｅｄ）研究设计只是面向新手的“烹饪菜谱”，随着研究者经
验的积累，其可以根据研究问题、自身在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方面的方法素养、时间、精力与财力等客

观因素与研究进程的具体情境选择更为复杂的设计（比如多阶段设计、嵌入设计），抑或在研究进程浮

现（ｅｍｅｒｇｅ）出新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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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混合方法研究质性—量化顺序设计的主要流程

　　混合方法研究并不是方法坦途，它在实际应用中也存在诸多困境，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１）
资料搜集与分析困境。混合方法研究需要搜集并分析质性资料与量化资料，这既要求研究者拥有两类

研究方法的良好素养，还需要研究者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于不同的研究情境之中。此外，在顺序设计

之中，第二阶段的研究还需要回溯第一阶段的样本，进行二次调查，这在实际操作中难度很大。（２）资
料转译困境。在混合过程中需要将资料转译为同一类型。当前主要的途径，一是量化资料的降维（ｒｅ
ｄｕｃｔｉｏｎ），将量化数据通过因素分析等方式概括为若干维度，与质性数据通过类属分析形成的维度进行
比较；二是质性资料的编码，形成分类变量或者二分变量型的资料。一方面，这样的转译可能造成资料

所蕴含信息的损耗；另一方面，由于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抽样方法不同且样本数存在较大差异，数据

转译后在另一数据丛中可以共存吗？如果可以，是同等地位还是需要分配权重？这些问题都亟待解

答。（３）结论整合困境。研究者可能注重过程的混合，但是在结论之处却不再整合。Ａｌｉｓｅ与 Ｔｅｄｄｌｉｅ
（２０１０）对来自６００篇论文中的６６篇混合方法研究进行分析发现，４５％自称为混合方法研究的文章尽
管收集了质性和量化两类资料，但是在结论推断时却很少甚至根本没有整合。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第一，研究者自身的方法偏好使其难以将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结论平等并置，而只是用一类研究

“论证”偏好方法形成的结论。第二，读者与期刊往往不是更为偏向量化研究就是偏向质性研究，使得

混合研究的“市场份额”较小，研究者缺乏整合的动力。第三，整合需要对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结论的

重新理解与反思，甚至进行重构，这势必耗费更多的时间精力，一些“务实”的研究者也便不愿尝试。

（４）推论质量问题。Ｔｅｄｄｌｉｅ与Ｔａｓｈａｋｋｏｒｉ将混合方法研究的效度称为推论质量（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ｑｕａｌｉｔｙ）。作
为一种兼具两类研究方法的研究，到底如何衡量推论的质量，是量化归量化、质性归质性吗？那么整合

部分又如何衡量？当前研究者提出的混合方法研究推论质量评价框架屈指可数，具体实操的案例更为

缺乏。Ｏｎｗｕｅｇｂｕｚｉｅ与Ｊｏｈｎｓｏｎ（２０１３）感叹：“在量化研究中，人们早已认可效度的重要性。在质性研究
中，有关效度的讨论更富有争议，也产生了诸多不同的分类和词汇。在整合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混

合方法研究中，关于效度的讨论仍处于婴儿期”。

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混合方法研究理论基础的夯实与搜集技术、分析技术和评估技术的发展。

作为一名混合方法运用者，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第一，研究者一定要进行方法论证，根据研究问题与自

身的方法素养慎重选择并详实论证、设计混合方法研究。第二，在缺乏具有共识的评价框架之前，更为

有效的是让研究者详细呈现推论的逻辑与各种可能解释。比如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结论冲突时，应当

呈现其中的冲突之处，而非追求研究一定要给出唯一合理的答案。

四、余论

为了解教育研究中混合方法的应用现实，本研究抽取了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４年５年来Ａ大学教育学学
科的３３０篇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了分析。其中明确声称运用“混合方法”的论文有７篇，提及“量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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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质性研究相结合”“三角互证”等类似表述的论文有２８篇，共计３５篇混合和类混合方法研究，占论文
总数的１０．６％。这一比例甚至高于质性研究的比例，可见混合方法研究日益得到研究生的青睐。

但是，采用混合方法的这些博士论文亦存在诸多问题，如方法概念混淆与随意使用、对混合方法研

究的理论基础与运用的合理性缺乏论述、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在过程与结论上都缺乏整合。如果研究

者对于混合方法研究的基本常识与基本环节不够重视，容易让混合方法研究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方

法时尚”。

混合方法研究作为一种独立的方法论，它整合了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可以为研究提供丰富的方

法选择、研究资料与思维碰撞的契机，是提高教育研究的混合方法研究品质的重要路径。但是，要警惕

陷入对方法的盲目推崇与错误应用，广大教育研究者需要加强对混合方法研究的评价、应用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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